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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化与居民心理健康：基于

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的实证发现 

张奕  缪佳*  

摘  要：士绅化是城市社区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现有研究尚未就其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给出一致答案，并很少聚焦于东亚城市。本研究以香港作

为研究情境，探讨在政府干预及公众期待的情况下，士绅化与居民心理健

康之间的关联。结合人口普查数据与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数据

（HKPSSD）的多层次逻辑回归与因果中介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初期社

会经济特征类似的不同社区的居民当中，经历了社区士绅化过程的社区居

民面临精神压力的风险更低；但其收益主要体现在高收入家户的居民当中；

而社区凝聚力和满意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实证性

地探索士绅化效应的社会经济异质性，丰富了关于士绅化影响的理论；且

本研究聚焦于东亚城市，拓展了以往研究的视野。基于这些研究发现，我

们进一步讨论了未来政府介入社区变迁过程产生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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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r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Hong Ko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KPSSD  

ZHANG Yi, MIAO Jia 

 

Abstract：Gentr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the neighborhood 

change process. However, extant studi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tr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trification and residents’ mental health in Hong Kong, an 

urban context characterized b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generally positive 

public views towards neighborhood ascent. Employing 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 

and casual mediation analysis on Hong Kong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we find that residents in gentrifying 

neighborhoods have lower risk of mental distress symptoms compared to 

residents in non-gentrifying neighborhoods with similar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period. Moreover, the benefits of 

gentrification are primarily observed among residents from high-income 

households, and neighborhood cohesion and satisfaction mediate the effect of 

gentrification on mental health.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gentrification effects by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n underexplored East 

Asia city.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discuss potentia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interventions in neighborhood change processes. 

 

Keywords: Gentrification, Mental Health, Neighborhood Chang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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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士绅化这一概念描绘了更高收入和教育的群体和外来资本进入原贫困

社区的过程。这一现象重塑了城市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空间上的

分布（Smith，1996）。近几年来，对士绅化的研究不断跨越地理的边界：

从传统的主要关注北美和西欧，扩展到关注东亚情境下的士绅化经验

（Shin et al.，2016）。以往的研究发现，士绅化会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尤

其是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产生重要影响（Gibbons et al.，2020；Steinmetz-

Wood et al.，2017）。而社区社会生活及社会环境与居民的身心健康息息

相关，士绅化的社区变迁过程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这一议题也引发越来

越多学者的关注（Bhavsar et al.，2020；Cole et al.，2023；Firth et al.，2020；

Schnake-Mahl et al.，2020；Diez Roux and Mair，2010）。 

 本研究主要关注士绅化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尽管已经有一些研究

探讨了该议题，但远未达成共识：一些研究发现士绅化会对居民心理健康

产生积极影响（Alroy et al.，2023；Candipan et al.，2023）；一些则发现影

响并不显著（Mendoza-Graf et al.，2023）；另一些甚至发现了负面影响

（Barton et al.，2023；Gibbons，2019；Tran et al.，2020）。现有研究发现

的不一致可能来源于使用质性或是量化方法上的差异（Brown-Saracino，

2017），也可能来源于对相关变量的测量以及操作化过程的差异，例如不

同研究使用不同的定义来划分士绅化社区（Cole et al.，2023；Firth et al.，

2020）。 

 士绅化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机制是产生研究争议的主要原因。一方

面，士绅化会导致原有居民被迫搬离或是使现有居民感受到被动搬迁的威

胁（Freeman，2006；Shmool et al.，2015；Zuk et al.，2015）。此类被动搬

迁会打断社区中的社会联结，也会削弱居民的社区认同感（Barton et al.，

2023；Gibbons et al.，2020），进而损害居民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士

绅化会带来社区基础设施的提升（Ellen et al.，2001；Jo Black and Richards，

2020）。当居民对社区环境提升的需求得到满足，则可能提升社区满意度，

增强社区效能感。这些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证实与心理健康密切相联

（Ellen and O’Regan， 2011；Steinmetz-Wood et al.，2017；Sulliv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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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复杂的中间机制预示着士绅化带来的健康后果可能会随着宏观社

会制度和经济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其士

绅化过程主要源于自下而上的住房市场变化，常常伴随着社会经济上处于

弱势的原居民的搬离（Firth et al.，2020；Smith et al.，2020；Tulier et al.，

2019）。然而，在政府对城市社区变迁实施更强干预的情境下，士绅化如

何影响社区居民的精神健康较少受到关注。为了探讨和扩展已有关于士绅

化的理论在不同社会中的适用性，本研究聚焦于香港——一座经历了快速

城市化与士绅化过程的城市（Ye et al.，2015）。尽管香港被普遍认为是一

个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体，但其奉行的“生产性资本主义”使得政府积极

参与城市更新过程。香港士绅化的过程被认为是“政府引领的士绅化

（state-led gentrification）”的典型，而这也是许多东亚国家与地区共有的

特征（La Grange and Pretorius，2016；Ley and Teo，2014，2020；Shin et 

al.，2016）。近年来有研究对香港士绅化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强

调了政府机构在减轻士绅化负面影响上的积极行动，例如减轻被动搬迁的

影响和提升动迁居民的生活环境。这些积极行动也是香港有别于其他自下

而上模式士绅化的地方（Tsang and Hsu，2022）。 

 士绅化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的复杂性也预示着不同社会群体受到的影

响可能不尽相同。以往关于美国的研究发现：士绅化会对不同种族群体产

生异质性的影响（Alroy et al.，2023；Gibbons，2019）。例如，对于黑人

社区而言，少数族裔居民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社会网络。然而，由于士

绅化会同时带来其他种族的居民，士绅化会对原有的社会网络和本地文化

带来更具破坏性的影响（Gibbons，2019；Gibbons and Barton，2016）。种

族这一社会群体分异在士绅化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以社会经济

地位作为划分的不同社会群体受到的关注则要少得多。士绅化同时会影响

本地商业生态和其他社区设施，因此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在士绅化过

程中的生活经历是不一样的（Binet et al.，2022）。香港有着较高的社会经

济不平等和相对低的居住隔离水平（Forrest et al.，2004；Monkkonen and 

Zhang，2014），这为我们探讨士绅化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居民之间的异

质性影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情境。在香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可能

居住在同一个经历着士绅化过程的社区，然而由于其本身社会经济地位的

差异，士绅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可能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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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探讨在香港这一城市情境下，士

绅化对居民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否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

的群体中呈现出差异性。除此以外，我们还将进一步探索士绅化与心理健

康之间的中间机制，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被直接检验。为了回答以上研

究问题，我们使用了香港人口普查与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的数据，并采用多层次模型来分

析士绅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然后通过因果中介分析方法来验证士绅化影

响心理健康的社会机制。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将关于士绅化的健康

后果的研究拓展至东亚社会。香港的士绅化有两个不同于西方情境的特征：

士绅化过程中的政府引导和公众对士绅化的普遍积极态度。香港的研究发

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宏观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如何影响士绅

化的社会结果。其次，我们检验了士绅化效应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

中的异质性，为旨在减少社区更新项目的负面影响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更有

针对性的实证科学依据。再次，我们检验了士绅化影响心理健康的社会机

制，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知识空白，也为士绅化的健康影响提供了更为可

靠的实证证据。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首先回顾以往关于士绅化与健康关系的研究；

然后具体介绍香港士绅化的特征；随后提出研究问题，介绍研究数据和方

法；进而在实证分析部分展示描述性统计、多层次模型以及中介分析的结

果；最后，将进一步讨论研究发现以及其中的政策意涵。 

二、文献综述 

（一）士绅化与健康 

士绅化过程的复杂性使得以往关于士绅化与健康关系的研究难以得到

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其中也包括了关注心理健康的研究（Candipan et al.，

2023；Smith et al.，2020）。例如，一项在纽约的研究发现，经历了士绅

化的社区居民的精神压力有所下降（Alroy et al.，2023）。类似的，一项

在美国十大都会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MSA）的研究发现，

在经历了士绅化社区中，不良心理健康状态的发生率显著下降（Candipan 

et al.，2023）。然而，一些研究呈现了相反的结果。例如，在卡特来娜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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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幸存者中，有一部分居民所在的社区由于重建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士绅

化，而士绅化与他们更差的自评心理健康相关联（Barton et al.，2023）。

一项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调查发现，经历士绅化过程的居民报告了更

高的自评精神压力水平（Gibbons，2019）。南加利福尼亚州中住在士绅化

社区的居民有更高概率受到精神压力的影响（Tran et al.，2020）。除此以

外，还有研究发现对于匹兹堡的居民而言，士绅化与心理健康之间没有显

著关系（Mendoza-Graf et al.，2023）。 

这些差异化的发现可能来自于士绅化影响居民的不同机制。第一，以

往的研究普遍证明了社区劣势与身心健康之间的紧密关联（Diez Roux and 

Mair，2010；Jokela，2014）。士绅化过程往往伴随着高收入居民的进入、

社区房价及租金的提升，从而吸引更多外部投资、增加经济和就业机会，

社区劣势得到弥补，由此提升居民的身心健康。第二，士绅化可以逆转社

区衰败的过程，提高健康相关设施的可达性，从而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

（Ellen et al.，2001；Jo Black and Richards，2020）。第三，以往的研究发

现，社区失序与犯罪会对居民身心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士绅化可以减

少失序与犯罪，降低居民暴露于犯罪与暴力事件的风险（Autor et al.，

2017；Kim，2010；MacDonald and Stokes，2020；O’Brien et al.，2019；

Papachristos et al.，2011）。最后，搬到士绅化社区的优势阶层家庭通常对

财产的维护情况有着更高的需求。这些更高的需求不但可以提升他们所在

社区的物理设施，也会在社区里传递他们的价值观，满足其他原有家庭的

需求（Freeman，2006；Steinmetz-Wood et al.，2017；Wilson，2012）。这

些因素通常会提高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Ellen and O’Regan，2011；

Sullivan，2007），并且可能促进更强的社区凝聚力（Sampson，2012），

从而改善居民的心理健康。 

然而，士绅化过程的另一些方面可能会对精神健康带来负面影响。首

先，士绅化被认为是一个破坏性的过程，这主要来源于原有居民可能受到

被动搬迁风险的影响。尽管士绅化与被动搬迁之间关系的实证证据仍然是

一个有争议的学术议题（Brown-Saracino，2017；Hepburn et al.，2023），

但是对被动搬迁的预期进而导致的精神压力仍然是难以忽视的（Freeman，

2006；Shmool et al.，2015）。其次，士绅化也可能对本地社会网络的完整

程度构成威胁（Agbai，2021；Barton et al.，2023）。来自其他家庭背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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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涌入会提高社区的多元性，尽管多元性可能会带来某些好处，但也有

可能削弱社区的凝聚力（Putnam，2007；Shmool et al.，2015）。以往探讨

这些社会环境影响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些研究发现了士绅化与感

知到的集体效能感之间的正向联系（Steinmetz-Wood et al.，2017），另一

些研究则发现士绅化会带来社会信任与公共参与的下降（Barton et al.，

2023）。 

士绅化影响心理健康的多样化机制可能导致士绅化对不同社会群体产

生异质性的影响。以往一些研究将士绅化视作为种族化过程并且检验其对

不同种族的异质性影响（Candipan et al.，2023）。研究发现，少数族裔居

民更有可能面对来自士绅化的不利影响。例如，士绅化对黑人的自评健康

会产生不利影响，而对白人则没有显著的影响（Gibbons and Barton，2016；

Izenberg et al.，2018）。也有研究发现，士绅化降低精神压力的效应主要

存在于白人居民，但是对于其他少数族裔并不明显（Alroy et al.，2023）。

除此以外，一些研究对士绅化过程中社区种族构成变化进行了进一步区分，

不同种族构成变化下的士绅化会对居民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Candipan et 

al.，2023；Gibbons，2019）。 

虽然关于士绅化如何不平等地影响不同种族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研

究，但是鲜有研究探讨士绅化的影响如何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中呈

现出异质性。一个例外是对南加利福尼亚州居民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士绅

化对租客和低收入居民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对房主和高收入居民

没有显著影响（Tran et al.，2020）。也有一些研究间接检验了士绅化在不

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中的影响。例如，社区升级以及相应的社会过程

（例如社区贫困程度的降低）带来的居民福祉提升主要体现在高受教育水

平的房主上（Brummet and Reed，2019）。社区设施的提升也会更多地使

高收入家庭受益。一些士绅化后出现的设施会因为价格过高而将低收入家

庭拒之门外。并且，由于这些新的昂贵设施可能会替代原有的设施，使得

低收入家庭获取同类设施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更为困难（Anguelovski et al.，

2021；Binet et al.，2022）。 

总体而言，士绅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仍然没有定论，这主要源于影响

机制的复杂性。此外，士绅化的影响还会受到宏观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的

制约。在香港，社会空间中不同种族之间的张力并不明显，而最重要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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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化是经济水平的差异。与很多西方社会不同，香港的居住隔离水平较

低（Forrest et al.，2004；Monkkonen and Zhang，2014），在这样的情境下，

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可能居住于同一个经历了士绅化的社区，而士绅化会

对他们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为研究相关士绅化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理想的

研究情境。除此之外，以往大多数研究对中间机制的讨论还仅限于理论层

面的讨论，对这些机制的实证检验非常之少。本研究通过实证方法来检验

这些理论机制，进而为探讨士绅化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更严谨

的实证证据。 

（二）香港的士绅化 

近年来，关于士绅化的研究逐渐从欧洲和美国向东方社会扩展，香港

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Shin et al.，2016）。Ley

和 Teo（2014）的研究是第一个将香港城市更新理论归为士绅化过程的研

究。由于政府机构在其中的强力干预，香港的士绅化普遍被称为“政府主

导的士绅化”（Ip，2018；La Grange and Pretorius，2016）。 

香港政府积极干预城市更新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政府于 1988

年设立了土地发展公司来促进城市更新中的公私合作。然而，土地发展公

司后继遇到了多重障碍，包括财政负担沉重、土地收回和居民搬迁低效等

（Adams and Hastings，2001；Ng，2002）。在 2011 年，土地发展公司被

市区重建局所取代。 

为了克服土地发展公司的局限性，政府采取了几个措施：国有土地以

折扣价授予市区重建局，市区重建局也获得了申请直接收购所需土地的权

力。香港房屋协会和香港房屋委员会作为公屋的主要提供者为受到影响的

租户每年提供 1000 个公寓单位（Ng，2002）。市区重建局可以发起城市

更新项目，这些项目启动前会向大众公布并接受大众意见。如果没有收到

反对意见，香港发展局局长会授权市区重建局执行所发起的项目。在回收

产权的过程中，市区重建局通过与房主和住户签订补偿协议收购他们的房

产。尽管房产所有者可能不接受收购，市区重建局仍然可以依据城市更新

发展计划向发展局局长申请，要求其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建议收回土地

（即强制性收购）。如果建议被批准，房产所有者必须出让房产。尽管现

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重建项目必须达到多少比例的非强制性收购才能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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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些市区重建局发起的重建项目还是会因为没有达成足够的自愿协

议而取消。在分散的产权收回完成后，土地会被打包并向私人开发商拍卖

以进行后期开发重建。1 

“政府主导的士绅化”模式，即其中政府与市场的紧密联结，使公众

和一些学者担忧处于劣势地位的家庭面临被迫动迁的风险（Ip，2018；La 

Grange and Pretorius，2016）。然而，这样的担心也受到一些反驳。Tsang

和 Hsu（2022）研究了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发现受影响的居民可以被重

新安置到他们青睐的区域，大部分居民认为搬迁后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提升。

同时，尽管动迁对居民的社区联结产生负面影响，但是香港居民对于社区

生活重要性的感知相对西方居民更弱。同时，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低

水平的居住隔离使得居民在动迁中感受到的剥夺感更弱。总体而言，大部

分居民对动迁后的日常生活更为满意。学者们认为香港“政府主导的士绅

化”与北美经验不同，政府机构的干预以及本地情境的特征会削弱动迁的

负面影响，并总体上改善居民的生活。除了政府的强力干预，香港士绅化

的另一特征是广大市民普遍对士绅化持中立乃至积极的看法。士绅化被普

遍认为是城市和资产升级的标志（Ley and Teo，2014，2020）。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香港的士绅化，但是已有研究中仍

然有两个重要的知识空白。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城市更新，忽略了

士绅化现象的多样性。新建士绅化和郊区士绅化现象同样在香港存在，但

是很少被研究（Ye et al.，2015）。新建士绅化，即在原有空置或非住宅区

域新建中产阶级住宅，导致了人口的变迁，但是很少导致与被动搬迁和驱

逐（Davidson and Lees，2005，2010）。第二，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理论

议题或是政策实践，很少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士绅化对居民心身健康的影

响。一些研究调查城市更新项目中被迫搬迁以及留在原有社区的居民，从

而检验士绅化对社区联结和满意度的影响（Ng，2018；Tsang and Hsu，

2022）。然而研究使用的样本缺乏人口代表性，无法对士绅化的影响做出

准确的统计推论。 

为了填补这些研究空白，本研究将使用对香港全体居民有代表性的调

查数据，并将其与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第一，

 
1. Development Bureau. 2011. “Urban Renewal Strategy” ;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Ordinance. 2001. 

Hong Kong Ordinances. Vol. Ca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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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士绅化如何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第二，这样的影响对不同社会

经济地位的居民有什么差别？第三，士绅化影响心理健康的中间机制是什

么？参考以往研究广泛关注的机制以及本研究的数据可行性，本研究将检

验两个重要的中间机制：社会环境以及居民参与。 

三、数据、测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结合了两个数据来源。第一个数据来源是 HKPSSD，这是一个

对香港全市具有代表性的家户追踪调查。HKPSSD 分别在 2011、2013、

2015、2017/2018 和 2020/2021 年执行了五轮的数据收集（Miao et al.，2022；

Wu，2016）。第一轮调查成功访问了 3214 个家户和 7218 个成人，第二轮

追访了其中 2165 个家户和 4270 个成人。为了弥补流失率，在 2014 年，

HKPSSD 增加了一个包括 1007 个家户和 1960 个成人的补充样本。该补充

样本与第二轮的样本一起，在 2015年的第三轮调查中被再次访问，第三轮

调查成功访问了 2404 个家户与 5160 个成人。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HKPSSD 第四轮（2017/2018 年），包括 2000 个家户和 3407 个成人。

HKPSSD 数据库提供了关于香港社会生活的丰富信息，包括居民人口特征、

社会经济情况、日常生活互动、身心健康等，并且调查年份与香港普查的

年份相兼容。在 2020/2021 年的第五轮香港追踪调查中，由于疫情原因，

1777 个成人代表各自的家户被通过线上或电话的方式访问。 

第二个数据来源是香港政府统计处实施的香港人口普查。该数据提供

了香港社区的人口构成信息，可以用于测量社区经历士绅化的程度。本研

究采用了 2006 年和 2016 年的普查数据来探讨社区社会人口特征的变化。

社区在这里被定义为小规划统计区（Tertiary Planning Unit ，TPU）。这一

定义在以往关于香港社区效应的研究中也被广泛采用（Delang and Lung，

2010；Guo et al.，2018；Kandt et al.，2017）。小规划统计区在不同年份之

间相对稳定的边界使研究者可以追踪社区的变迁（Ye et al.，2015）。然而，

一些小社区的边界仍然可能发生一些变动。对于这些案例，本研究采用了

对构成的社区组成进行人口数量加权的方法，将 2006年的社区边界标准化

到 2016 年的边界统计数据（Freeman，2003；Logan et al.，2021；Park et 

al.，2021）。在数据处理过程后，本研究在 2016 年包括了 197 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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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 HKPSSD 样本匹配到其所在的社区。由于调查的研究设计，离

开调查地址的家户不会被调查。因此，我们使用的样本主要包括留在社区

的居民，很少有被动搬迁的居民。我们排除了来自两类社区的样本：第一

类是在研究期间填海产生的新社区。2 第二类是非城市区域社区（如我们

在下一小节中讨论的，社区人口密度低）。去掉了所有存在缺失值的样本，

最终我们使用的样本包括 2623 名 17 岁及以上居民。 

（二）测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精神压力，由十项霍普金斯症状检查表（Hopkins 

Symptom Checklist ，HSCL-10）测量。霍普金斯症状检查表是识别精神压

力的有效工具，被广泛地应用在临床研究和社会调查中（Haavet et al.，

2011；Schmalbach et al.，2021；Sirpal et al.，2016），包括基于东亚情境

的心理健康研究（Chen et al.，2019；Miao et al.，2019；Miao et al.，2022；

Zeng and Wu，2022）。该量表包括了十个问题，询问受访者在过去 7 天是

否经历过以下症状或心理状态，包括：害怕、恐惧、头晕、紧张、自我指

责、失眠、抑郁、无价值感、做任何事情感到困难、没有希望。每个问题

都采用李克特四分量表进行评分，其中 1 分表示“完全没有（少于一

天）”，而 4分表示“非常严重（5-7天）”。得分越高，意味着精神压力

越大。该量表有较高的可靠性，其克朗巴赫系数为 0.877 分。根据已有研

究，该量表的得分被处理成为一个二分变量来显示受访者是否有临床精神

压力的风险。如果均值高于 1.85 则赋值为 1，表示显著的精神压力症状，

反之则为 0，表示没有显著的精神压力症状（Strand et al.，2003）。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是社区的士绅化。本研究采用以往有关士绅化与

健康研究中最常用的阈值法来识别士绅化社区（Barton et al.，2023；Beck 

et al.，2023；Candipan et al.，2023；Gibbons et al.，2020；Gibbons and 

Barton，2016；Izenberg et al.，2018）。社区被分为四类：非城市化社区、

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不可士绅化社区）、未士绅化社区与士绅化社区。

本研究社区分类的方法被可视化为图 1。考虑到香港多山的地形以及一些

社区覆盖很大的面积却只有很少的人口，这些社区不适合直接与城市化社

区进行对比。我们将人口密度少于每平方公里 3000人的社区定义为“非城

 
2. 即 TPU839。HKPSSD 没有来源于该社区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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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社区”，将它们排除在分析样本以外。3 在城市化社区中，社区家户

收入中位数在 2006年高于全市中位数的社区被归类为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

即“不可士绅化社区”。以往大部份研究在识别社区提升或士绅化的过程

中会考虑社区的住房市场，并将租金或房价中位数作为标准（Agbai，

2021；Candipan et al.，2023；Ding et al.，2016；Gibbons et al.，2020）。

然而，这一标准在香港可能并不适用，因为香港超过 30%的居民住在低租

金且非市场化的公屋中，4 这些公屋单位在与住房相关的统计数据中会起

到较大的杠杆作用，因此租金或房价中位数可能并不能准确捕捉到社区的

社会经济水平。 

 

注：N 为社区数量 

图 1. 社区分类标准 

 
3. 2016 年香港建成区人口密度为 25900 人/平方公里，参见 Research 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8. “Land Supply and Utilization in Hong Kong.”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

publications/english/1718issh22-land-supply-and-utilization-in-hong-kong-20180430-e.pdf. 。 

4.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7. “2016 Population By-Census Mai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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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量中产阶层家庭的涌入，我们计算了 2006 年到 2016 年之间，

每个社区的家户收入中位数和大专以上教育水平居民的比例变化，那些提

升水平较全市提升水平的中位数更高的社区被定义为“士绅化社区”。其

余社区被定义为“非士绅化社区”。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主要强调住在

士绅化社区与非士绅化社区居民之间的差异，因为这两类社区由于其原始

状态的相似性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士绅化社区经历了更显著的变化，可以

通过与非士绅化社区的对比得出士绅化进程的净效应。 

本研究考虑两个主要的中间变量：社区社会环境以及与社区活动参与。

社会环境由社会凝聚力和社区满意度反映。社会凝聚力使用 Sampson 等人

（1997）提出的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询问受访者在五分范围内同意以下

表述的程度：“这里周边的人们愿意帮助他们的邻居”以及“这个社区里

的人可以被信任”。本研究将两个表述的得分加总，越高得分表示社区凝

聚力越强。社区满意度是一个五分量表，询问受访者对本社区的总体满意

程度。得分越高表示越满意。 

社区活动参与由受访者参与以下社区活动的频率反映：第一个是打麻

将、棋牌以及去社区中心，我们将其称为参与社区活动。第二个是参与体

育和其他身体锻炼或文化娱乐活动。这两项活动的参与都可能受到士绅化

对社区设施改善的影响。社区活动参与以五分量表的形式进行提问，越高

分表示受访者参与该活动越频繁。 

本研究控制了基本的人口学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家户规模、婚姻

状态（结婚与否）。控制变量还包括工作状态（受雇与否）及社会经济地

位，其中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家户月收入（以 1 万

港币为单位）和受教育年限。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主要考虑家户月收入

的异质性，样本会根据他们的家户收入所处的分位数被平均分为三组：低、

中、高收入居民。 

HKPSSD 追踪调查的研究设计使我们得以控制受访者上次受访时的精

神压力症状。为此，回归结果可以更大程度排除难以观测的、个人层面的

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到关于士绅化对精神健康影响的更准确的估

计。 

（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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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结果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以及数据结构，本研究采用多层逻辑

回归模型（Multilevel Logit Model）进行分析。士绅化变量在模型中为社区

层级变量，而其他控制变量为个人层级变量。为了更好地检验中间机制，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了因果中介分析（Imai et al.，2010；Tingley et al.，

2014）。该方法将估计平均因果中介效应（Average Casual Mediation Effect，

ACME）来表示对结果变量（心理健康）的处理效应（士绅化影响）。在

中介分析中，实验组为在士绅化社区中的居民，控制组为在非士绅化社区

中的居民。 

 最近的一些研究强调了在使用代表性截面数据研究士绅化效应时应当

考虑样本的构成（Agbai，2021；Bhavsar et al.，2020；Smith et al.，2020）。

具体而言，样本中的居民可以被分为两组，其一为原有的居民，其二为后

来搬入的居民。如果后者也纳入到分析样本中，则其与前者特征的差异可

能会混淆对士绅化效应的分析。为了回应这个质疑，本研究在稳健性检验

中只保留最保守的样本，即在 2006年前已搬到当前住址的居民。换言之，

这些居民在士绅化过程前就已经住在社区中。然而，这样的限制也不可避

免地排除了一些在 2006年后也受到士绅化影响的居民，从而影响对士绅化

整体效应的估计。 

四、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 根据士绅化状态对社区进行分类。在 197 个社区中，8.1%（16 个）

被分类为士绅化社区，26.4%（52 个）为非士绅化社区，36%（71 个）为

在 2006年家户收入高于城市中位数的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而其余社区为

面积大而人口稀少的非城市社区。5 在起始的 2006 年，士绅化社区与非士

绅化社区在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家户收入中位数、大专以上教育居民比例，

都没有显著的差异。然而，在 2006 到 2016 年之间，经历过士绅化的社区

相比于没有经历过士绅化的社区在这两个变量上经历了更明显的提升。具

体而言，士绅化社区的家户收入中位数增长是非士绅化社区的将近两倍。

 
5. 该分类排除了 1 个填海产生的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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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士绅化社区中大专以上教育居民比例的增长是非士绅化社区的大

约 1.5 倍。上述比较突出了两类社区在 2006 年起始状态的相似性，因而可

以减轻对研究样本选择性的担忧，从而得到对士绅化效应更准确的估计。 

表 1. 社区层级的描述性统计 

 士绅化社区 
非士绅化 

社区 

差值 

(士绅化与非

士绅化社区) 

高社会经济

地位社区 

2006 年家户数量 
14,670.6 

(15,982.8) 

19,659.9 

(15,996.4) 
-4,989.3 

11,146.4 

(10,553.1) 

2006年家户收入中位数 
14,588.1 

(1,979.9) 

14,201.0 

(1,915.4) 
387.1 

33,076.8 

(18,854.9) 

2006 年大专以上教育

居民比例 

19.1 

(5.1) 

17.9 

(4.6) 
1.2 

36.5 

(12.3) 

2006-2016 年家户数量

变化 

1,346.0 
(2,301.3) 

2,447.8 
(3,235.8) 

-1,101.8 
1,141.2 

(2,409.2) 

2006-2016 年家户收入

中位数变化 

11,375.6 

(4,496.0) 

5,826.5 

(1,962.1) 
5,549.1*** 

11,185.2 

(8,081.0) 

2006-2016 年大专以上

教育居民比例变化 

13.3 

(4.0) 

8.4 

(2.6) 
4.9*** 

9.3 

(3.4) 

社区数量 16 52  71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T 检验 p 值：***p < 0.001, **p < 0.01, *p < 0.05。 

 

图 2 展示了士绅化社区的地理分布，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士绅化的三个

特征：第一，士绅化社区更多地集中在高度城市化的九龙。然而，士绅化

社区的地理分布相比美国的情况更为分散（Alroy et al.，2023；Gibbons et 

al.，2020）。第二，士绅化与非士绅化社区在地理上相互临近，构成了我

们分析的一个优势。地理的临近性使得我们能够实现近似的地理配对分析

比较。第三，士绅化的类型比较多元，这也与以往关于香港社区变化的研

究相一致（Ye et al.，2015）。例如，小规划统计区 132 是传统的士绅化社

区。该社区坐落在 20世纪早期就已经城市化的中区。它在市区重建局动议

的湾仔道/太原街项目后经历了明显的变迁。在我们的研究时期中，两个高

端私有住宅项目完工并且新的住户开始入住。小规划统计区 288S则是新建

士绅化的一个例子。该社区传统上被认为是有大量公屋和居屋的低收入社

区。在 2010年后，一个在山腰开拓的新地块建设的高密度的住宅开发项目

改变了该社区的人口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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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香港社区分类的地理分布 

表 2 展示了个人层次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在士绅化社区中，精神压力

的发生率（7.5%）显著低于非士绅化社区（12.6%）。T检验的结果也显示

士绅化与非士绅化社区中居民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差异。人口相关变量，

例如年龄结构、性别比、婚姻状态构成、家户规模在士绅化与非士绅化社

区中表现出相似性。在社会经济属性上，士绅化社区的居民较非士绅化社

区居民收入更高。然而，受教育年限、住房产权所有率、受雇比例在士绅

化与非士绅化社区居民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些不显著的对比可能源于我

们的数据构成主要为原有的居民，而较少士绅化中进入的新居民。除此以

外，士绅化社区的居民报告了更强的社区凝聚力以及更高的社区满意度。

然而，社区活动的参与在两组居民中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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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个人层级的描述性统计 

 士绅化社区 
非士绅化 

社区 

差值 

(士绅化与非

士绅化社区) 

高社会经济

地位社区 

精神压力症状比例 7.5% 12.6% -5.1%*** 9.7% 

男性比例 45.9% 44.2% 1.7% 45.6% 

已婚比例 63.6% 64.7% -1.1% 67.7% 

受雇比例 51.1% 49.8% 1.3% 54.8% 

房主比例 39.3% 41.4% -2.1% 67.6% 

年龄 
52.4 

(18.1) 

53.4 

(18.4) 
-0.9 

53.0 

(17.1) 

受教育年限 
10.2 

(4.8) 

9.9 

(4.6) 
0.3 

11.2 

(4.5) 

家户收入 

(10,000 港币) 

3.3 

(2.8) 

2.9 

(2.7) 
0.4* 

3.6 

(3.1) 

家户规模 
3.3 

(1.3) 

3.2 

(1.5) 
0.0 

3.2 

(1.3) 

社区凝聚力 
7.1 

(1.4) 

6.8 

(1.5) 
0.3*** 

6.9 

(1.4) 

社区满意度 
3.7 

(0.6) 

3.6 

(0.6) 
0.1* 

3.7 

(0.6) 

参与社区活动 
1.3 

(0.7) 

1.4 

(0.7) 
-0.1 

1.4 

(0.7) 

参与锻炼、文化和

娱乐活动  

2.0 

(1.1) 

2.0 

(1.1) 
-0.0 

2.2 

(1.1) 

N 440 1,418  765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T 检验 p 值: ***p < 0.001, **p < 0.01, *p < 0.05。 

（二）多层次模型结果 

 表 3 展示了多层逻辑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在只包括社区层级士绅化

变量的模型 1 中，结果显示，士绅化社区的居民经历精神压力的可能性要

显著低于非士绅化社区的居民。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的居民有精神压力的

可能性也更低，但是这样的效应只是边缘显著。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2 加入了一系列的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在这个模型结果中，相比于非士

绅化社区居民，士绅化社区居民经历精神压力的发生比是非士绅化社区居

民的 0.614（e-0.488）；平均边际效应的结果表明，士绅化社区居民经历精

神压力的概率要低 4.1%；在精神压力发生方面，非士绅化社区和高社会经

济地位社区（即不可士绅化的社区）居民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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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士绅化对精神压力影响的多层逻辑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社区层级变量   

参照组: 非士绅化社区   

士绅化社区 -0.594** 
(0.225) 

-0.488* 
(0.217) 

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 -0.297 

(0.161) 

-0.165 

(0.164) 

个人层级变量 不包括 已包括 

男性 
 

-0.302* 

(0.135) 

年龄 
 

-0.000 

(0.005) 

非在婚 
 

0.442** 

(0.148) 

非受雇 
 

0.254 

(0.153) 

受教育年限 
 

-0.016 

(0.018) 

家户收入(10,000 港币) 
 

-0.026 

(0.030) 

家户规模 
 

-0.034 

(0.057) 

上次调查精神压力症状 
 

1.452*** 

(0.180) 

常数项 -1.951*** 

(0.095) 

-1.890*** 

(0.520) 

对数似然函数值 -897.502 -847.442 

N 2,623 2,623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为了探索士绅化的影响是否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有所不同，我

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该分析将全样本根据家户收入分为三个子样本，并

采用了与表 3模型 2一致的模型设置。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见表 4。对于低收

入子样本，士绅化对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来自中等收入家户的居

民，士绅化与精神压力负向相关，但是这样的效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而对于高收入子样本，士绅化与精神压力发生率的下降显著相关。以上这

些发现突出了在不同社会经济层级上士绅化效应显著的异质性。处于优势

地位的居民从士绅化过程中受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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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士绅化对精神压力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样本 低收入居民 中等收入居民 高收入居民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参照组：非士绅化社

区 
   

士绅化社区 
-0.031 

(0.290) 

-0.573 

(0.445) 

-1.143* 

(0.511) 

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 
-0.345 

(0.261) 

0.094 

(0.314) 

-0.264 

(0.301) 

常数项 
-1.376 

(0.846) 

-1.652 

(0.852) 

-2.373* 

(1.120) 

个人层级控制变量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对数似然函数值 -331.188 -265.510 -230.969 

N 888 854 881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括号内为标准误。个人层级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婚姻状态、雇佣状态、家户收入、家户规模、上次访问时的精神压力症状。 

（三）检验影响机制 

表 5 分析了四个潜在的中介变量：社区凝聚力、社区满意度、社区活

动参与、身体锻炼和文化娱乐活动参与。在表 5 模型 1 中，我们检验了士

绅化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发现士绅化社区的居民报告了更高的感知社区

凝聚力。将社区凝聚力纳入到主模型后的结果显示，更强的社区凝聚力与

精神压力的下降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并且，在纳入社区凝聚力的变量后，

士绅化社区的系数下降了。因果中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社区凝聚显著的中

介效应，该变量解释了 12.7%的士绅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模型 2 关注了社区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士绅化社区中

的居民对他们的社区更加满意，而提升的满意度也与更少发生的精神压力

相关。中介分析验证了社区满意度作为一个中介变量的显著性，其解释了

9.7%士绅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模型 3 与模型 4 探索了社区活动参与和身体锻炼和文化娱乐活动参与

的潜在中介效应。然而，这些变量在士绅化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中没有

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尽管参与身体锻炼和文化娱乐活动会减小精神压力

的风险，但是住在士绅化社区与参与这两类活动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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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社会环境与活动在士绅化对精神压力效应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 社区凝聚力 精神压力 社区满意度 精神压力 
社区活动 

参与 
精神压力 

锻炼、文娱

活动参与 
精神压力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参照组：非士

绅化社区 
        

士绅化社区 
0.290*** 

(0.086) 

-0.440* 

(0.219) 

0.085* 

(0.042) 

-0.460* 

(0.214) 

-0.034 

(0.045) 

-0.498* 

(0.219) 

-0.073 

(0.080) 

-0.508* 

(0.218) 

高社会经济地

位社区 

0.152* 

(0.071) 

-0.122 

(0.165) 

0.108** 

(0.033) 

-0.114 

(0.162) 

0.042 

(0.036) 

-0.159 

(0.165) 

0.035 

(0.062) 

-0.163 

(0.164) 

社区凝聚力  
-0.234*** 

(0.041) 
      

社区满意度    
-0.578*** 

(0.098) 
    

社区活动参与      
-0.152 

(0.100) 
  

锻炼文娱活动

参与 
       

-0.138* 

(0.060) 

常数项 
6.406*** 

(0.232) 

-0.442 

(0.576) 

3.530*** 

(0.10) 

0.129 

(0.620) 

1.327*** 

(0.110) 

-1.703** 

(0.535) 

1.415*** 

(0.176) 

-1.706** 

(0.525) 

个人层级控制

变量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平均因果中介

效应 

[中介效应比例] 

-0.006** 

[12.7%] 

-0.004* 

[9.7%] 

0.000 

[-0.7%] 

0.001 

[1.5%] 

N 2,623 2,623 2,623 2,623 2,623 2,623 2,623 2,623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括号内为标准误。个人层级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

姻状态、雇佣状态、家户收入、家户规模、上次访问时的精神压力症状。在估计中介变量的模型

中，上次访问时的精神压力症状不被纳入模型。 

（四）稳健性检验 

尽管士绅化是否会导致被动搬迁仍然是个疑问（Freeman and Braconi，

2004；Hepburn et al.，2023；Hwang and Ding，2020），但是社区构成的改

变对估计士绅化效应的影响不容忽略。举例而言，结果变量的差异可能来

源于士绅化社区中搬入的居民和非士绅化社区中原有的居民之间的对比，

而非士绅化本身对原有居民的影响。这个问题在本研究中可能并不显著，

因为短期居民（在 2006 年后搬入到当前地址）的比例在士绅化社区

（22.3%）只是略微高于非士绅化社区（21.5%）。我们也对两个独立的样

本——长期居民和新进居民——实施了稳健性检验。其中，长期居民受到

了士绅化全过程的影响，而新进居民受到影响的时间相对较少。但也要注

意的是，只包含上述特定样本的分析可能会排除那些更晚搬到社区中但是

也受到士绅化影响的居民。我们在表 6 中呈现了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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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士绅化对精神压力在长期居民中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样本 长期居民 新进居民 
低收入 

长期居民 

中等收入 

长期居民 

高收入 

长期居民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参照组:非士绅化社区      

士绅化社区 
-0.663** 

(0.242) 

-0.299 

(0.551) 

-0.120 

(0.355) 

-1.116* 

(0.556) 

-1.167* 

(0.569) 

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 
-0.293 

(0.184) 

0.342 

(0.370) 

-0.209 

(0.316) 

-0.106 

(0.370) 

-0.693 

(0.371) 

常数项 
-2.003** 

(0.615) 

-1.491 

(1.177) 

-2.578* 

(1.110) 

-2.510* 

(1.097) 

-1.208 

(1.269) 

个人层级控制变量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对数似然函数值 -630.783 -180.910 -227.834 -186.329 -196.836 

N 1,981 572 677 620 684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括号内为标准误。个人层级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婚姻状态、雇佣状态、家户收入、家户规模、上次访问时的精神压力症状。 

 

 如表 6 所展示的，经历过更长士绅化过程的长期居民会受到士绅化的

影响；对于新进居民而言，士绅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个结果有两个含义：

第一是强调了更长时间暴露于社区变迁过程中的影响；第二是表明了主要

结果中士绅化的影响不是由搬到士绅化社区的中高收入家庭驱动的。我们

也对长期居民实施了异质性分析。对于心理健康的有益效应仍然保持不变：

低收入居民没有获得收益，而高收入居民则从士绅化过程中获取到更多的

收益。 

五、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士绅化如何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然

而，以往的研究对于士绅化普遍性的影响没有达成共识。这主要源于士绅

化的影响高度依赖于所处的城市环境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本

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检验了社区变迁如何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并将

研究情境放在香港——一个以往研究很少涉及到的东亚城市。通过将具有

城市代表性的调查数据与香港人口普查相结合，并使用多层次模型与因果

中介分析，我们发现，在香港，与非士绅化社区相比，士绅化社区的居民

有精神压力的比例更低。这体现了士绅化与改善心理健康之间的正向联系。

第二，精神压力的下降主要体现在来自高收入家户的居民，而在来自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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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家户的居民上并不显著。第三，更强的社区凝聚力与社区满意度是士绅

化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社会机制。 

 本研究从三个方面贡献于以往士绅化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第一，本研

究在香港的情境中验证了士绅化的健康后果。我们发现政府参与程度更高、

民众对城市升级持普遍积极态度的城市情境中（La Grange and Pretorius，

2016；Ley and Teo，2014，2020），士绅化会有利于居民的心理健康。尽

管学界和大众对于政府主导的士绅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争论，

政府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积极介入被认为是消除社区变迁对社会环境及居

民的威胁的重要措施（Tsang and Hsu，2022）。与士绅化相伴而来的社区

环境改善可以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He et al.，2021）。由此，士绅化

对物理和社会环境的积极影响可以促进居民的心理健康。 

第二，我们强调了士绅化的异质性影响。优势地位的居民从士绅化过

程中受益更多，而劣势地位的居民却无法享受类似的收益。在种族相对同

质化的香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张力更加明显。由于士绅化过程也会带

来更昂贵的设施，降低低收入居民对这些设施提供的服务与商品的承担能

力。由此，优势阶层从设施的升级和他们所喜好的社会环境中受益，而劣

势阶层的居民更可能在获取这些社区变迁带来收益的过程中被排斥。 

最后，我们检验了士绅化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两个重要中介机制，而这

是以往研究中很少被实证检验过的。与价值观传递理论的研究相一致，士

绅化社区中的居民感受到了更强的社区凝聚力，而这可能来源于他们对社

区设施提升及维护的需求得到了满足（Steinmetz-Wood et al.，2017；

Wilson，2012）。社区提升满足了居民对于更理想的生活社区的追求，从

而提升了社区凝聚力以及对其他人的信任。随着社区环境的改善以及社区

提升带来的繁荣景象，士绅化也会提升居民对他们社区的满意度（He et al.，

2021），并成为减轻居民精神压力的重要机制。然而，我们没有观察到社

区参与的显著中介效应。这可能源于两个因素：一些社区设施有着更大的

使用范围，其他非士绅化社区的居民也可以享用，一定程度上对非士绅化

社区带来溢出效应；我们的数据可能无法测量其他某些与设施提升相关的

活动参与，限制了我们的发现。 

本研究为与城市更新与社区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设计提供了一些视角。

第一，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积极干预，例如在受影响区域附近妥善安置老年



张奕  缪佳                                                                              城市与社会学刊·2024·1 

46 

 

人、与居民积极沟通等可以有效地维护社区凝聚力，并且补偿社会联系断

裂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居民的社区满意度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第二，

尽管士绅化过程总体上是有利的，但是并没有使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

居民普遍受益。士绅化带来收益的过程对低收入居民来说仍然是有排斥性

的。后续的政策设计应当致力于提升士绅化过程中的包容性，例如提升社

区中有益设施的可负担性以及他们对于低收入居民的可达性。最后，我们

的结果呼应了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性。士绅化过程中社区整体环境的提升可

以满足社区中居民的需求，促进居民的认同感以及社区的整合程度。在士

绅化过程中，应当把精力放在尽可能减少对社区社会网络的负面影响上，

并且同时提升仍然留在社区中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 

尽管本研究为东亚情境下士绅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了一些新的视

角，但仍然有一些局限性。第一，由于研究设计，我们的分析无法追踪搬

出社区的居民。因此，士绅化过程中被强制搬迁的居民没有包括在我们的

分析中，使得我们无法呈现士绅化影响的完整图景。但另一方面，搬走的

居民也可能受到新社区的影响，我们研究样本的选择在区分士绅化影响上

更为清晰。第二，本研究关注单个典型的以政府干预士绅化为特征的东亚

城市。然而，往后更多的比较研究需要探索公共政策实践之间的差别如何

影响士绅化对居民福祉带来的效应。举例而言，上海的政府主导拆迁与重

建在中心城区复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角色。在这样的士绅化过程中，大量

原有的居民被搬迁到更边缘的地区（参见 He，2010），对社区的剧烈重建

可以预见到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居民对社区的感知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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